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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其保护实践对 

全球生态治理具有深远影响. 本文系统梳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的演进历程, 揭示其从单一要素保护到 

生态系统整体治理的范式转变, 剖析这一转型背后的国家顶层设计与治理体系重构逻辑. 重点阐释生态保护红线 

制度、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环境司法专门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生态损害救济等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 

法治创新机制, 及其在遏制生态系统退化、降低物种灭绝风险中的功能实现. 同时指出当前实践中仍存在的法律 

体系碎片化、执法协作机制不畅、保护与利用难以有效协调、科学监测支撑薄弱等深层次挑战. 最后, 结合生态 

环境法典施行要求、自然保护地立法进程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履约需求, 提出完善生物多 

样性治理体系的未来路径,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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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1,2]. 然 

而, 受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丧 

失已成为全球主要的环境危机之一. 根据联合国发布 

的权威报告, 地球约四分之三的陆地表面已被人类活 

动深度改变, 导致高达一百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生态系 

统提供的储水、碳汇、种子传播及授粉等关键服务功 

能正在崩溃 [3], 严重制约了人类福祉. 面对这一系统性 

危机, 必须依靠稳定、权威且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框架 

加以统筹和应对 [4~6]. 作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石, 
法治是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有效运行、发挥规范 

与保障功能的核心机制 [7]. 因此, 要从根本上提升生物 

多样性保护成效, 离不开法治的系统支撑 [8,9].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复 

杂的地貌和多样的气候, 孕育了独特的生态系统、丰 

富的物种和宝贵的遗传资源 [1], 还是全球农作物主要 

起源中心和畜禽遗传资源中心 [10]. 维持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不仅是中国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可靠保证, 也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命 

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11].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 

与成效, 不仅关系到本国生态安全和人民福祉, 也对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 
年愿景具有关键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1,12].  

然而, 中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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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https://www.mee.gov.cn/xxgk/hjyw/202401/ 
W020240123333807288143.pdf)表明, 受人类活动影响, 
我国部分生态系统脆弱且趋于退化, 高等植物与脊椎 

动物中生存受到威胁的物种比例分别达10.39%和 

22.02%, 地方遗传品种的消失风险亦持续加剧. 为应对 

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并履行相关国际公约, 中国政府 

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 

入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实现了从单一要素保护向生态 

系统整体性治理的深刻范式转型 [6,7,12]. 其核心在于通 

过一系列法治创新, 如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体制、 

环境司法专门化及公益诉讼, 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立 

体化的法律保护网络. 尽管目前仍面临法律碎片化、 

执法协作不畅、科学支撑薄弱等挑战, 但中国正通过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关键领域的专项立法和深化司 

法改革等路径, 系统性地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 

体系并付诸实践 [7]. 

1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的演进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始于1956年广东鼎湖山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13]. 经过70年的不断努力, 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演进路径: 
从针对森林、野生动物等单一要素的分散保护, 发展 

为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 逐步形成了一个立法科学、执法严格、司法 

公正、全民守法的现代化法治建设的新格局(图1) [14]. 
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也发生了从局部干预到系统管 

控、从行政主导到法治引领的深刻变革. 总体上, 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1 法治构建与制度奠基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 
2010年) 

早期,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较为薄 

弱 [13].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 中 

国开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法治轨道 [14]. 20世纪80 
年代起, 中国相继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 

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 

境保护法》《种子法》等法律, 也陆续加入了《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 

《湿地公约》等国际公约,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始与 

国际接轨. 此外还发布了《自然保护区条例》《濒危 

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 出台了 

《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 

制定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等部门规章. 初步构建了以物种和 

栖息地保护为核心, 涵盖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在内的立法框架, 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了基础法律依据. 这一阶段的法律体系 

侧重于对珍稀濒危物种、特定生态系统和重要自然资 

源的直接保护与管理, 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 

基础.  

1.2 体系完善与系统治理阶段(2011年至今)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中 

国逐步认识到需要系统性保护生物多样性 [14]. 2010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 

的制定(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009/ 
t20100921_194841.htm), 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理念的早 

期探索, 标志着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格局的初步确立. 
随后,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设立与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实施, 共同构筑了强有力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司法与执法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立法的系统性逐步凸显, 先后出台了《生物安全法》 

《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 

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国家公园法》等法律, 立法范 

围逐步拓展至生态保护、生物安全、遗传资源获取与 

惠益分享等多个领域. 同时, 为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生态环境部更新发布 

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 将法治要求转为具体的保护实践. 这一阶段的法 

治建设, 更加注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 呈现出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鲜明特征, 不 

仅注重单行法与综合性政策体系的衔接, 更强调司法、 

执法的联动与协调, 推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 

系统性建设新阶段.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是在 

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观引领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战略与行动计划》的顶层设计共同驱动下实现的 [12,15]. 
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超越了 

单一要素保护的传统模式, 倡导对“山水林田湖草沙” 
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核心 

理念和根本遵循 [16]. 与此同时,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战略与行动计划》作为中长期的行动纲领, 经历了从 

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探索到2011年的优化升级, 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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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面更新的演进过程, 从目标设定、优先领域 

到具体优先行动, 为法治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提供了清 

晰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框架, 以确保立法、执法与司法 

实践协同推进. 

2 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创新机制 

在长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中, 中国逐步探索 

并建立起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法治创新机制. 这些 

机制不仅有效应对了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面临的复 

杂挑战, 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 新的机制涵盖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体系管 

理、司法保护与救济等多个层面, 共同构筑了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坚实法治基石.  

2.1 立法体系的顶层设计与系统性创新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建设的首要创新, 在于 

完成了从分散的、被动补救到系统、主动规划的立法 

顶层设计. 其核心标志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与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定化.  
(1)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 

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 

保护的区域, 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 

命线 [12,17]. 该制度的核心是将具有生物多样性维护等 

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和生态极度脆弱区域划入红线范 

围, 实施最严格的用途管制.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为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设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从而极大 

地推动和强化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化进 

程 [17]. 该制度自2011年提出并经过试点探索后, 其理念 

和刚性约束要求被纳入了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 

法》和2026年通过的《生态环境法典》等上位法, 奠 

定了坚实的法律地位, 标志着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 

相对原则性的政策要求向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治规范 

图 1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演进 
Figure 1 The evolu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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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 通过将生态保护红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 

国首次实现了对关键生态空间的“多规合一”管理, 打 

破了以往部门分割、标准不一的管理模式, 为生态空 

间的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保障. 在 

法治实践中,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构建了覆盖“空天地” 
一体化的严格监管体系, 依托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和国 

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进行常态化监测, 能够及时 

发现、移交和查处生态破坏行为 [18]. 生态保护红线制 

度通过空间耦合(覆盖80%以上旗舰物种栖息地)、退 

化逆转(红线内生态系统退化速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 

种群恢复(大熊猫、东北虎、海南长臂猿 [19]等旗舰物 

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重机制, 实现了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深度关联 [20]. 此外,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所体现的 

“保护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保护面积不减 

少”的核心管控要求, 以及其在协调生态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 

兼具雄心与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 成功入选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典型案例(https://www.mee.gov.cn/ 
xxgk/hjyw/202212/t20221209_1007522.shtml).  

(2) 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是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领 

域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 [8]. 《生态环境法典》第三编 

明确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 实行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 加强 

对重要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 

的系统性保护. 该体系通过整合归并原有的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 将生态关 

键区域统一纳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自然公园进 

行管理, 解决以往保护地管理碎片化、权责不清等问 

题, 提升保护成效. 其功能实现的核心在于对关键物种 

栖息地的有效保护和生态廊道的连通 [21,22]. 例如, 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 通过空间整合和重新分区, 将原 

先分散的保护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大型栖息地, 为东 

北虎、东北豹等旗舰物种的种群恢复创造了条件 [23]. 
2021年,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总保护面 

积达23万平方千米, 覆盖了全国近30%的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植物种类 [8,24]. 为从法律层面巩固和推进国家 

公园体制改革的成果, 中国于2025年9月通过了《国家 

公园法》, 这是中国第一项专门针对国家公园的立法. 
该法律的出台, 为国家公园的建立、保护和管理提供 

了坚实的法律框架, 明确了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 

系中的主体地位, 并将其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进行最严 

格的保护. 该法强调对国家公园进行统一规划、分区 

管控, 核心保护区内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一般控制区 

内严格限制人为活动, 从而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 

性和完整性. 在法律层面, 《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 

公园法》形成有效衔接. 
生态保护红线与自然保护地的空间衔接, 绝非简单 

的“红线包含自然保护地”的地理关系, 而是通过空间锚 

定确保保护底线、制度耦合统一规范标准, 形成了要素 

整合与资源优化配置的法治运行格局. 这种合力使生物 

多样性保护从“政策倡导”走向“制度定型”, 彰显了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的刚性约束与系统效能.  

2.2 司法裁判的专门化与生态功能拓展 

司法保护的创新, 体现为从传统民事侵权裁判向 

主动生态治理的角色转型. 这一转型依托于全球独一 

无二的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图2). 自2013年以来, 
中国各级法院普遍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或专门合议 

庭.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4)》(https://www.court. 
gov.cn/zixun/xiangqing/466961.html)显示, 截至2024年, 
全国法院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424个, 
共审结2.6万件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 实现了四级 

法院全覆盖, 负责审理包括生物多样性破坏在内的各 

类环境资源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15部司法政 

策文件和21部司法解释, 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 

境资源专题指导性案例26件、典型案例26批280件, 丰 

富了绿色裁判规则, 强化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导 

向 [25]. 这些专门审判机构的设立和专业化发展, 极大地 

提升了环境司法的专业化水平, 确保了生物多样性案 

件能够得到公正、高效的审理. 
其创新成效不仅在于“量”, 更在于“质”的提升. 在 

审判理念上, 确立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 大 

量适用预防性公益诉讼, 如在珍稀植物栖息地受开发 

威胁时, 法院可在损害实际发生前判令禁止施工; 在责 

任承担方式上, 广泛推行“恢复性司法”, 创新适用“补植 

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判决, 使受损环境得以 

直接修复. 此外, 为破解行政区划壁垒, 最高人民法院 

推动设立了南京、兰州、昆明、郑州等跨行政区划的 

流域或区域环境资源法庭, 对长江、黄河流域等重点 

区域案件实行集中管辖(https://www.court.gov.cn/zixun/ 
xiangqing/233921.html). 人民法院通过环境资源审判, 
为生物多样性提供终局性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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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执法监督的高位驱动与权威重塑 

执法层面的一项重大创新在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制度(图3)的建立与常态化. 它超越了传统的部门 

行政执法, 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授权的有关生态保 

护的高位阶、强震慑的政治监督机制. 自2015年启动 

以来, 已实现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两轮督察全覆盖, 并对国务院有关部门、部分中央企 

业开展了督察. 其成效颇为显著, 一方面, 通过督政, 
压实了地方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 直接推动解决了众 

多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如自然保 

护区内违规开发、污水直排、毁林占地等; 另一方面, 
建立了“发现问题—推动整改—追责问责”的闭环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重发展、轻保护”的短视政绩观 

( h t t p s : / / w w w. m e e . g o v. c n / h o m e / z t b d / 2 0 2 5 /  
sthjbhdcgztlxx/jd/202506/t20250611_1121117.shtml). 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 
有效突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壁垒, 促使环境规制 

从文本约束转化为实质性的执法行动, 从而稳步提升 

了环境监管的统一性与权威性.  

2.4 生态损害救济的制度耦合与责任闭环 

在权利救济与责任追究领域, 创新体现为检察公 

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双轨并行与有机衔 

接, 构建了严密的责任追究网络. 检察公益诉讼由《民 

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授权, 检察机关可就破坏 

生物多样性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或就行政机关 

违法行使职权、不作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https://  
www.spp.gov.cn/zdgz/201803/t20180302_368570.shtml). 
其独特优势在于强大的调查取证能力和“诉前检察建 

议”程序, 超过95%的问题在诉前阶段通过督促行政机 

关履职得以解决(https://www.spp.gov.cn/spp/sp/202508/ 
t20250806_703187.shtml), 实现了高效协同. 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 则规定由省、市级政府作为本行政 

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的“权利人”, 对造成损害的单位 

或个人提起索赔(https://www.mee.gov.cn/ywdt/zbft/ 
202501/t20250123_1101268.shtml). 两者分工明确, 政府 

索赔侧重于追究具体的、可量化的经济损失, 检察机 

关则侧重于维护不特定公众的环境公益. 两者程序上 

有效衔接, 避免了重复诉讼, 形成了“行政执法—政府 

索赔—检察监督”的合力. 这一制度将生态环境视为一 

种独立的、具有价值的“物”, 其受损后可以获得法律 

救济, 真正让“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从理念变为现实. 
通过这项改革, 中国建立了一套从损害调查、鉴定评 

估到赔偿磋商、诉讼、修复监督的完整制度体系, 确 

保了生态环境损害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修复, 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3 当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实践面临 
的挑战 

尽管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方面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构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制度 

图 2 (网络版彩色)中国环境资源审判体系 
Figure 2 (Color online) China’s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adjudication system  

图 3 (网络版彩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体系图 
Figure 3 (Color online) Diagram of China’s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institu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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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但在实践层面, 仍然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挑 

战 [8,13,21]. 这些挑战既源于法律体系自身的不足, 也来 

自执法司法过程中的现实困境, 更反映了在快速社会 

经济发展背景下,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复杂 

治理难题. 

3.1 立法层面的制度性挑战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面临法律体系碎片化与 

专项立法滞后的双重挑战, 其深层根源在于“部门立法 

为主、综合立法缺失”的立法体制弊端. 当前相关法律 

规范分散在《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 

《森林法》等数十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之 

中 [26], 这种碎片化并非简单的立法技术问题, 而是部门 

主导立法体制的必然产物, 导致法律体系的整体性、 

协调性不足 [27], 保护标准不一、管辖权交叉重叠, 给法 

律的适用和监管带来了困难 [28], 亟待通过编纂法典或 

制定综合性立法对现有法律进行系统整合与协调, 打 

破部门立法壁垒, 建立跨部门、跨要素、跨层级的统 

一规范体系. 同时, 关键保护领域缺乏系统性的专项立 

法, 如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相关规定散见于《种 

子法》《畜牧法》等法律中, 又无统一的上位法进行 

统领 [29], 迫切需要通过专项立法以加强对生物多样性 

关键领域的保护, 填补制度空白,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及 

利益相关方的公平权益. 

3.2 执法与司法层面的执行性挑战 

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不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权衡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执法与司法的突出难题, 
其深层根源在于执法体制的条块分割与司法价值判断 

标准的法定化缺位. 生物多样性保护往往涉及多地区、 

多部门, 由于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 执法实 

践中时常出现信息共享不足、标准不一、案件移交困 

难等问题 [25], 亟待构建高效的跨区域、跨部门执法协 

作机制, 以提升执法水平. 同时, 在司法实践中, 尤其 

是涉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案件时 [30], 如何权衡保护优 

先与经济发展需求, 对环境影响评价 [31]、生态补偿等 

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亟待建立更科学、透明的利益 

衡量标准 [32], 确保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减 

少对合法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 

3.3 治理体系层面的保障型挑战 

科技支撑薄弱与法律供给不足制约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效能, 其深层根源在于科技治理体制与法律供给 

机制的结构性错位. 尽管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 

络已初步建立, 但其覆盖范围、监测频率、数据质量 

和技术手段仍有限 [4], 直接影响了保护政策的制定、 

保护成效的评估以及违法行为的发现和查处 [33]. 同时, 
现有法律对栖息地特别是生态廊道的保护多为原则性 

规定, 缺乏系统性法律供给, 难以保障物种基因交流与 

气候变化应对 [34].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推动系统治 

理, 如通过跨区域协作和生态修复机制提升保护效果, 
但公众参与意识与长效机制仍需加强, 也需加大科研 

投入、完善监测体系, 并通过立法明确其法律地位, 构 

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5,8,12]. 

4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的完善路径 

为系统应对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立法、执法、 

司法及治理体系层面面临的挑战, 中国需以《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为纲 

领, 结合《生态环境法典》、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及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履约要求, 
构建协同高效、前瞻开放的法治保障体系 [8,35]. 以下从 

立法整合、司法强化、执法协同及治理能力提升四个 

方面提出完善路径. 

4.1 推进立法体系整合与专项补缺 

针对法律体系碎片化与专项立法滞后问题, 需通 

过综合性立法与专项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增强系统 

性. 当前,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出台为整合分散于 

《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等数 

十部法律法规中的生物多样性条款提供了契机. 《生 

态环境法典》中“生物多样性”一词共出现38次, 这一 

频次反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 

重要地位, 尽管没有专章专节, 但已成为贯穿法典的核 

心理念之一. 法典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要求融入法 

典各编, 形成了比以往单行法更为系统、更为全面、 

更为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 同时, 加快制定 

《自然保护地法》, 统一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保护 

地的设立标准与管理要求, 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定 

边界与监管责任.  
在专项立法层面, 应研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 

法》作为上位法, 明确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 

三大目标, 并对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三个层次 

的保护作出系统性安排 [5]. 此外, 还应加快《遗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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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等配套法规的制定, 建立起符 

合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相关制度. 同时, 针对生态 

廊道保护等新兴或重点领域, 也应加强专项立法研究, 
明确其法律地位、划定标准及跨区域管理机制, 将其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保障物种迁徙与基因交流的 

连续性,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更加精细化和有针对 

性的法律工具.  

4.2 强化司法裁判的预防性与修复性功能 

为应对执法协作不畅与司法平衡难题, 需通过专 

业化审判和多元修复机制提升司法效能. 一方面, 应深 

化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 在重点生态区域设立巡回审 

判点, 推广“三审合一”归口审理模式, 完善环境案件的 

证据规则、鉴定评估标准和裁判方法, 统一涉生物多 

样性案件的裁判标准. 另一方面, 完善预防性公益诉讼 

制度, 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探索“禁止令”措施, 在项目 

实施前评估其对濒危物种栖息地的潜在破坏风险, 避 

免事后救济不足.  
公益诉讼 [36]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仍有巨大的完善 

空间. 在公益诉讼方面, 需要进一步拓宽原告主体资格, 
鼓励和引导更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参与到生物多样 

性保护公益诉讼中来 [37], 形成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协 

同发力的良好局面. 在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方面, 完善损 

害鉴定评估的技术规范和管理体系 [38], 确保评估结果 

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推广“补种复绿”“增殖放 

流”等替代性责任承担方式, 并创新“蓝碳+绿碳”生态 

司法修复模式, 引导侵权人通过认购碳汇履行赔偿义 

务. 同时, 探索建立生态修复的跟踪监督机制, 确保修 

复责任得到切实履行. 

4.3 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执法机制 

针对多头执法与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监管漏 

洞, 需通过制度化协作提升执法效能. 首先, 明确生态 

保护红线区域内执法主体的职责分工, 建立由生态环 

境部门牵头、林草、农业、海洋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合 

执法平台, 推行“一案一策”的协同办案模式. 其次, 利 

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及AI识别等技术构建生物多样性 

监测网络, 对自然保护地、生态廊道等关键区域和主 

要保护对象开展动态巡查, 实现人类活动异常变化的 

早期预警. 最后, 建立严格的考核问责机制, 将生态保 

护红线的保护成效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 

体系, 对违反规定、造成生态破坏的行为, 依法依规严 

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确保红线的刚性约束落到实 

处 [39]. 
在跨区域协作方面, 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建 

立信息共享、案件移送与联合执法机制 [40], 形成执法 

合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加大对跨区域生态破 

坏问题的督办力度, 将协同执法成效纳入地方政府考 

核体系, 遏制地方保护主义. 另一方面, 应创新执法方 

式, 更多地运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执法检 

查人员, 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的“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模式以及信用监管、非现场执法等新型监 

管手段, 提高执法的效率和公平性 [41]. 同时, 应加大对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 

扣押、限产停产、移送司法等措施, 形成对破坏生物 

多样性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 

4.4 提升科学支撑与多方参与能力 

为弥补治理体系中科学数据不足与公众参与弱化 

的短板, 需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与社会共治 [39]. 在科学 

支撑层面, 应加大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投入, 通过遥感 

技术与地面监测相结合, 完善并及时更新物种分布、 

种群动态等数据库 [41,42], 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损害 

鉴定提供依据.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增设“生态廊道 

重要气候韧性节点”专项规划, 由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生 

态环境、林业草原部门编制, 基于未来气候适宜区预 

测结果, 划定物种迁移的法定气候韧性通道节点. 将生 

物入侵防控责任全链条法定化、将数字技术应用纳入 

生物多样性算法治理与数据产权规则. 同时, 制定生物 

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要求重大项目在规划阶段 

开展栖息地丧失风险评估, 并将评价结果纳入环评审 

批要件. 将“阻断气候韧性节点”列为环境影响评价中 

的重大不利情形, 实行一票否决. 唯有通过从政策倡导 

到法律规则的转化, 方能实现科技赋能的可持续法治 

保障. 
多 方 参 与 机 制 需 从 宣 传 引 导 向 实 质 化 参 与 转  

型 [40,43]. 应全方位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44], 将其深度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 将生物多样性 

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 通过生态法治夏令营、典型 

案例发布等形式提升全民保护意识. 此外, 探索设立生 

态保护补偿基金, 对因保护行动受限的居民或业主给 

予经济激励或补偿, 形成“保护者受益”的良性循环. 最 

终形成一个政府主导、企业履责、社会组织和公众广 

泛参与的、充满活力的生物多样性法治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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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进 

路, 揭示了从单一要素保护向生态系统整体治理的深 

刻范式转变. 这一转变的核心特征在于: 以科学理论为 

根本遵循, 实现了治理理念从“保护”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升华; 以国家顶层设计为引领, 构建了以《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为核心的行动纲 

领; 以法治创新为核心驱动, 形成了生态保护红线、国 

家公园体制、环境司法专门化、公益诉讼等一系列具 

有中国特色且成效显著的制度机制. 这些创新机制在 

遏制生态系统退化、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14,43]. 
展望未来,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仍面 

临法律体系碎片化、执法协作不畅、科学支撑薄弱等 

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正沿着立法体系系统化、司 

法保护专业化、行政执法高效化、治理体系协同化的 

路径持续迈进. 通过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进关键专 

项立法、深化司法改革、强化科技支撑, 中国的生物 

多样性法治体系将日臻完善. 可以预见, 随着这些重大 

举措的深入实施, 中国不仅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目标, 积累的法治经验、制度创新和治理 

智慧, 也将为全球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共同挑战, 
提供更加丰富、更具参考价值且可持续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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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the severe challenge of the continuous loss of global biodiversity, China,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richest 
biodiversity in the worl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rough its conservation practic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gal system, dividing it into two stages: 
the stage of legal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rom the 1980s to 2010, and the stage of system improvement 
and systematic governance since 2011. It reveals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single-element protection to holistic ecosystem 
governance and analyzes the logic behind the national top-level design and governance system reconstruction in this 
transformation. From four aspects: top-level design and systematic innov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system, speci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expansion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high-level driving and authority reshaping of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and institutional coupling and responsibility loop of ecological damage relief,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aining China’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gal practice, contributing an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Chinese solu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At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level,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system, as a strict tool for territorial 
space use control, locks key ecological spaces in legal form, solving the balance problem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achieves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conservation by integrating fragmented 
protected areas, providing a paradigm for the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ecosystems globally. In terms of judicial 
protection,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e world’s largest environmental resource trial system,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innovat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thods such as “replanting and re-greening” and “enhancement 
and release”, achieving a functional upgrade from pure punishment to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effectively fills the regulatory gap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afeguarding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In term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the cent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rely on normalized supervision and 
responsibility recovery mechanism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trol of ecosystem degradation trends and continuously 
reduce the extinction risks faced by wild spec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till deep-seated challenges in 
current practice, such as fragmented legal systems, poor law enforce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difficulties in 
effectively coordinating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weak scientific monitoring support. Finally, combining the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his article proposes future paths 
to improve the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system, such a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system and special 
remedial measures, strengthening the preventive and restorative functions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constructing a cross- 
departmental and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and enhancing scientific support and multi- 
party participation capabilities, providing a valuable Chinese solution for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ule of law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protected area system,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justice, holistic ecosystem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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